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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圈建设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与战略影响，同时也是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

要意义。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率质态。本研究使用

2010~2022年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成渝经济圈为例，从新质生产力的多个维度视角，采

用SCM与SDID方法来评估经济圈建设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圈建设对区域经济增

长有明显正向作用，政策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有所差异，不同区域的政策的反应时间有所不同，不

同新质生产力维度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所区别，跨区域经济圈建设协同水平仍有待提高。因此要深刻认识

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经济圈建设与区域增长间的关系，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经济圈，经济增长，合成控制法，合成差分法 
 

 

New Productive Forces, Economic Circle 
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SCM and SDID 

Jie Yang, Zhaoxing Liu 
School of Statistics,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r. 12th, 2025; accepted: Mar. 31st, 2025; published: Apr. 29th, 2025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er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5.142034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5.142034
https://www.hanspub.org/


杨杰，刘兆兴 
 

 

DOI: 10.12677/wer.2025.142034 323 世界经济探索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circles holds extremely important economic significance and strate-
gic impact on China’s reform, opening-up, and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m in the new era. It is also a 
key measure in 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here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is the 
mainstay,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s promote each other, which has great im-
portance for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New productive forces represent an advanced productivity 
state that departs from traditional economic growth models and aligns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This study uses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2, taking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as an example. From mul-
tiple dimensions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e study employs SCM (Structural Causality Model) and 
SDID (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s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economic circle construc-
tion polic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circle constru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policy effects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vary across regions.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ifferent response times to the policies. Differ-
ent dimensions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have varying impacts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level of coordination in cross-regional economic circle construction still needs improvement.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productive 
forces, economic circle 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ese-style mod-
ernization throug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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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走向深水区，学术界对如何更加有效促进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处“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区，

是促进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协同发展的关键地带，也是强化与我国东中部城市群联动合作的关键区域。这

里自然生态优良，资源矿产富饶，城镇分布密集，且风情地貌丰富多样，是我国西部地区人口最为集中、

产业基础最为坚实、创新能力领先、市场潜力巨大、开放程度较高的区域，在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占据了

非常特殊且重要的位置。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立开始于 2016 年 4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成渝城市群发展

规划的批复》，批复同意《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文件指出，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是培育发展成渝城市

群的指导性、约束性文件。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

划纲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旨在促进重庆和成都经济圈的高质增长。规划聚焦于

两大城市的核心作用，推动区域融合与产业人口优化。设定了 2025 年和 2035 年的发展目标，以打造具

全国影响力的经济、科技、开放和宜居中心，助力区域平衡发展和优势互补。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发布。这是当前和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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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文件，对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至关重要。 
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所具备的高科技、

高效能、高智力特征是更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指在当代科技进步条件下，特别

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产生的具有新性质和新属性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它代表

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新内涵的生产力。其核心理念在于整合科技创新资源，

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创造新的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基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下，统筹推进

新型工业化与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强优势产业协同壮大，前瞻布局新兴产业，整合创新资源赋能产业发

展，共同打造具有川渝特色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已是大势所趋。推动成渝经济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强调的

是通过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而实现生产力质的跃升，为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

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等层

面的系统发力，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1.2. 文献综述 

增长极理论首次由经济学家佩鲁在 1950 年提出，是不平衡发展论的依据之一。该理论认为：在一个

国家或地区内，由于某些特定的地理、经济或政治条件等，使得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具有经济增长潜

力和竞争力的现象。增长极通常具有发展的先进性、辐射性和动力性的特点，可以成为带动周边地区经

济发展的引擎。张大卫等人认为由于西南地区的地域资源禀赋、市场基础在发展演化路径上有所差异，

形成了以区域特有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等因素为区位条件的独特区块[1]。成渝双城经济区正好符合西

部区域增长极的条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人口密度和城镇密度在全国和西部处于较高水平，城市化

率较高，形成了以成渝为轴心的城市连绵带，具有较强的经济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这些特点使得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成为西部区域增长极的理想选择。 
在现有的关于经济圈规划效果的研究中，KRUGMAN 通过提出一个简化模型，以阐释中心–边缘模

型[2]。认为中心区域专注于工业化，而外围区域则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这导致地区发展成为具有明显差

异的区域。王贤彬等学者认为由行政边界带来的市场分割阻碍了要素和资源的整合，约束了区域经济增

长。这种分割很大程度由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造成[3]。行政区划的调整可以在地区内部促进市场的统

一，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且加速地方经济的发展。刘生龙等学者从交通基础设施的视角，探究了中

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问题，认为交通基础设施越发达，则边界效应越低，说明中国区域贸易量的增加主

要是促进了省际之间贸易的增加，有助于改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4]。孙博文等学者认为，城

市经济增长在空间上显示出明显的相互依赖性，但并不存在经济增长的趋同迹象，反而出现了城市间经

济增长的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5]。市场一体化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发挥着非线性的作用。并且市场

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垂直溢出效应并非均衡分布，对港口城市、非边界城市以及沿海地区城市更为显著。

VENABLES 认为，经济一体化现象在发达国家会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会使经济水

平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体化会缩小经济差距[6]。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许多学者在理论上对新质生产力在促进

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持积极态度。例如，徐政等人认为，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

不仅体现在数量的增长，还包括质量的提升，是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支撑[7]。翟云和潘云龙

提出，新质生产力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摆脱了旧有的技术体系[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逻辑分析上，缺乏对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研究。这不仅限制了

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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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认新质生产力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黄永春等

人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伴随着技术的突破，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提升了资源配置

效率[9] [10]。另一方面，寇宗来等人认为新质生产力更强调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

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竞争力[11] [12]。从技术断供的角度看，企业过度依赖中低端技术的简单模仿，在

当前各种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的背景下，这种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原创

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以增强中国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 

2. 成渝经济圈经济发展现状 

2023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根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

指数报告(2023~2024 年)》的数据和分析，这一区域的经济总量突破了 8 万亿元人民币，显示出强劲的增

长势头。2023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GDP 达到了 81986.7 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6.1%，这一增长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9 个百分点，也高于西部地区的平均增长率 0.5 个百分点。同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产业结构有所调整，三次产业的比例从 2022 年的 8.4:37.5:54.1 调整为 8.0:36.9:55.1。其中，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增速在 2023 年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0.9 个和 1 个百分点。工业经济保持稳定增

长，工业增加值增长了 5.6%，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 5.7%，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个百分点以

上。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也实现了较

快增长。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4%，其中工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

长了 19.6%和 13%。消费市场也呈现出加快回暖的趋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增长 8.9%，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1.7 个百分点。而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区域合作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包括重大项目的

加速建设、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及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协同推进。此外，川渝两地还加强了对外

开放，如中欧班列(成渝)的运行量位居全国第一。 
总体来说，成渝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出强劲的动力和广阔的前景，不仅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

增长和产业升级，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研究中，为保持数据平衡，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设定为四川与重庆两个

省级行政单位。由于部分政策只局限于一个或较少几个区域，所以导致处理组较少。而传统因果推断方

法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双重差分模型(DID)对于此种比较案例分析时基于反事实框架，在寻找未受到政

策干预的控制组时具有局限性。所以本文使用较为流行的因果推断方法——合成控制法(SCM)及合成双

重差分(SDID)对经济圈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新质生产力的角度进行评估。 
Abadie 和 Gardeazabal 在 2003 年提出了合成控制法。相比于传统的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和断点

回归，合成控制法侧重于考察政策实施对某地区的影响[13]。其基本思想是虽然不能找到处理组的理想控

制地区，但可以对于其他区域进行适当的线性组合，构成一个更为优秀的合成地区即反事实结果。从而

将“真实控制组”与“合成控制组”进行比较。同时对于控制组中的差异性，则使用最优权重的方式进行

数据驱动。其优点在于以往的研究证明，合成控制法不需要进行外推，在找到最优权重的条件下，随着

干预前期的时间增大，其合成结果是渐进无偏的，合成控制可以较好地拟合处理个体。之后 Abadie 使用

美国 1970~2000 年的州际面板数据用于评测加州 1988 年开始实行的当代美国最大规模的控烟法所带来

的政策处理效应[14]。 
Arkhangelsky 与 Guido W. Imbens 等人提出合成双重差分(SDID) Guido W. Imbens 也在 2021 年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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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推断方法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将合成控制方法与双重差分方法相结合，利用两种方法的优点

进行政策效应评估，SDID 通过个体权重寻找相近的控制组个体，也通过时间权重找到相近的政策前后处

理期，同时在赋权时给予更大权重[15]。将新的合成双重差分估计量与原有的合成控制估计量纳入统一的

加权回归框架，不仅实现了合成控制法与回归技术的有效融合，还为处理时不变与时变协变量提供了新

的解决策略。此外，这一整合为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向因子模型的推广铺平了道路，使得模型更具灵活

性和普适性。 

3.2. 模型设定 

合成控制法(SCM)假设共有 n 个地区，其中第一个地区为受经济圈规划所产生政策变化的四川或重

庆地区，其余 n − 1 个地区为未受经济圈规划冲击的地区，即为本次合成控制的潜在控制组或捐赠池。 
假设数据整体时间为 T，本文依据以政策出台时间 2016 年为处理时间。政策干预前时间为 T0。对于

每一个测试省份 n 与时间点 t，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变量 YNT。用潜在结果框架表示 M
ntY 为测试省份 n 在每

个时点 t 上没有接受政策干预的潜在结果， G
ntY 表示测试省份 n 在时点 t 上受到政策干预的结果。政策干

预发生在试点 T0 上，则对于任意的时点 t ≥ T0，定义政策的处理效应为 1Γ
G M

t nt ntY Y= − 。同时在实际情况

中只有第一个省份即 n = 1 受到了政策干预，所以对于省份 1 只能观测到政策干预后的结果而不能观测到

未受到政策干预的情况。对于其他省份只能观测到未被干预的结果，为了计算。假定假设可以对捐赠池

省份进行线性组合在个体处理值稳定的假定(SUTVA)下，合成地区的权重为(N − 1)维向量： 

 ( )2
T

nw w w=   公式(1) 

其中，wi为第 i 个省份的权重，同时要求各个权重 wi ≥ 0，即各个省份权重非负，同时权重之和为 1。通

过权重的不同可以合成不同的控制地区，简称为合成控制(synthetic control)。基于该合成控制可以将省份 

1 未受到政策干预的情况写为 M
ntY  = 

2

n

n nt
n

w Y
=
∑ 。则可以得到处理效应 1Γ t 。 

同时由于 G
ntY 可观测，故假定无政策干预的潜在结果 M

ntY 由因子模型构成。即： 

 M t t
nt t i t i t itY x b fα β ε= + + +  公式(2) 

式中 tα 为时间固定效应， t
ix 为可观测向量， t

i tb f 为不可观察的交互固定效应， t
ib 为个体固定效应， tf 多

维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也意味着对于共同的冲击情况，会有异质性反应。基于这种因子模型 Abaddie 等

人在 2010 年证明，当处理前期 T0 趋向无穷大时，合成控制估计量接近于无偏，具有大样本一致性。同

时 Abaddie 等人在 2015 年探讨了使用合成控制法的前提与局限性，首先应该将受政策影响冲击的其他地

区与在此期间受到其他特殊外部冲击的地区从捐赠池中去掉，以避免在合成控制的过程中对合成控制的

结果造成影响。同时还要求政策处理前期需要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更好的拟合。另外如果政策具有一定

的相关滞后效应，则应该要求政策干预后的期数也足够大。 

3.3. 指标选取 

主要根据任宇新等人关于新质生产力测算的研究，选取 2010 年~2022 年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数据，数据来自于 EPS 数据库、CEIC 中国统计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 
核心变量为衡量经济增长水平的地区生产总值 GDP 来衡量，协变量即预测变量选用新质生产力的不

同指标来进行衡量，以保证更好的合成效果。在劳动者方面分为劳动者效率、素质和精神三个方面，分

别用经济产出、就业结构、培育经费、知识累计潜能和创新精神五个维度来衡量。在劳动对象方面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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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产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两个方面，选用企业信息化水平、绿色资源、环境保护力度、绿色发明

成果四个维度来衡量。在劳动资料分为物质劳动资料与无形劳动资料两个维度，物质劳动资料主要以传

统基础设施与数字基础设施为指标，无形劳动资料分为科技创新水平与数字化水平来衡量，其中数字经

济以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进行赋权得到，建立指标如表 1，并对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 2。 
 
Table 1. Indicator selection 
表 1. 指标选取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衡量方式 

劳动者 

劳动生产率 
经济产出 GDP 地区生产总值 

就业结构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劳动素质 
培育经费 教育经费强度 教育财政支出/财政支出 

知识累计潜能 在校学生结构 在校生总人数/人口总数 

劳动精神 创新精神 创新人力投入 规上工业企业 R&D 全时当量 

劳动对象 

产业发展水平 信息化水平 企业信息化水平 电商交易活动企业数/企业总数 

生态环境 
绿色生态 

绿色资源 森林覆盖率 

环境保护力度 环保财政支出/财政支出 

绿色生产 绿色发明成果 绿色专利申请数/专利申请数 

劳动资料 

物质劳动资料 基础设施 
传统基础设施 

公路里程 

铁路里程 

光缆线路长度 

数字基础设施 人均互联网接入端口数 

无形劳动资料 
科技创新水平 

人均专利数量 专利授权数量/总人口 

新产品经济投入 新产品开发经费/地区生产总值 

数字化水平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指数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indicators 
表 2. 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份 403 2016 3.746 2010 2022 

地区生产总值 403 25346.724 22645.074 512.87 129514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403 0.428 0.111 0.170 0.831 

教育财政支出/财政支出 403 0.162 0.027 0.099 0.222 

在校生总人数/人口总数 403 0.141 0.029 0.076 0.211 

规上工业企业 R&D 全时当量 403 90911.579 131953.700 −33.700 772585.000 

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企业总数 403 7.271 4.516 0.207 24.721 

森林覆盖率 403 33.786 18.247 4.200 66.800 

环保财政支出/财政支出 403 0.000 0.000 0.000 0.000 

绿色专利申请数专利申请数 403 0.073 0.029 0.012 0.164 

公路里程 403 151143.860 81727.089 11974.000 405390.000 

铁路里程 403 3951.695 2394.239 422.410 1420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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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光缆线路长度 403 1052153.700 912834.890 34488.000 4400000.000 

人均互联网接入端口数 403 0.470 0.251 0.059 1.074 

专利授权数量/总人口 403 0.001 0.002 0.000 0.009 

新产品开发经费/地区生产总值 403 0.012 0.008 0.000 0.040 

数字经济指数 403 24.025 19.120 0.000 95.0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多试点合成控制 

本文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对经济圈规划对川渝两省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估，将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结果

变量，将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教育经费强度、在校学生结构、创新人力投入、创新人力投入、企业信息化

水平、绿色资源、环境保护力度、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人均专利数量、新产品经济投入、数字

经济作为预测变量进行合成控制分析。首先通过多试点合成控制法对四川和重庆两省在 2016 年实行经济

圈规划的政策处理效应进行计算，得出结果如图 1： 
 

 
Figure 1. Discrepancy between actual and synthetic Sichuan-Chongqing 
图 1. 真实川渝与合成川渝缺口图 

 
可从图中看出经济圈规划对川渝两省的政策处理效应比较明显，川渝两省由政策实施前的接近控制

组地区加权平均结果，甚至是略低于控制组加权平均结果，在 2016 年后逐渐加速增长逐渐产生与合成川

渝的缺口并且拉开差距。 

4.2. 单一试点合成控制 

由于使用单一试点进行合成控制，所以在对处理省份地区进行合成控制时则将另一处理省份在数据

中删除，以保证因另一处理省份对合成控制的结果进行干扰。同时分别将 2016 年以后的四川省和重庆市

作为处理组，将其他省份控制组，通过合成控制的方式进行加权合成。作为基于各省市新质生产力不同

维度的特点确定两省份的合成权重矩阵。合成四川主要由湖北、黑龙江、山东、云南四省构成，其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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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权重最大为 0.577。合成重庆主要由贵州、湖北、北京、吉林、青海、上海、浙江、湖南八省组成，其

中贵州权重最大为 0.271，合成权重如表 3。 
 
Table 3. Synthetic weights 
表 3. 合成权重 

省份 合成四川 合成重庆 

湖北 0.577 0.183 

黑龙江 0.194 0 

山东 0.186 0 

云南 0.042 0 

贵州 0 0.271 

北京 0 0.142 

吉林 0 0.140 

青海 0 0.082 

上海 0 0.049 

浙江 0 0.010 

湖南 0 0.006 

4.2.1. 单一试点四川合成控制 
对于“真实四川”与“合成四川”政策实行前新质生产力各项预测指标进行比较，如表 4、图 2，发

现除个别值有所差距以外，大部分预测变量真实值与合成值差距不大，说明合成控制法能较好的合成四

川省在成渝经济圈建设政策实施之前的各项具体情况。同时也说明四川省在规上企业 RD 全时当量和铁

路里程上相对于其他省份具有弱势，而在公路里程和光缆线路长度上相比其他省份上具有优势。 
 
Table 4. Average predictor variables for Sichuan 
表 4. 四川预测变量均值 

变量 真实值 合成值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0.344 0.360 

教育经费强度 0.158 0.166 

在校学生结构 0.138 0.128 

规上工业企业 RD 全时当量 47941.600 91874.708 

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企业总数 4.135 3.409 

森林覆盖率 36.133 36.133 

环境保护支出一般财政支出 0.000 0.000 

绿色专利申请数专利申请数 0.059 0.066 

公路里程 295000.000 216300.000 

铁路里程 3759.450 4287.985 

光缆线路长度 1015000.000 606600.000 

人均互联网接入端口数 0.208 0.212 

专利授权数量总人口 0.001 0.001 

新产品开发经费万元 GDP 0.008 0.012 

数字经济指数 9.500 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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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Gap between actual and synthetic Sichuan 
图 2. 真实四川与合成四川的缺口图 

 
Table 5. Annual treatment effects on Sichuan 
表 5. 四川年处理效应 

年份 真实四川 合成四川 处理效应 

2016 33138.500 33169.633 −31.133 

2017 37905.100 36369.981 1535.120 

2018 42902.100 40003.516 2898.585 

2019 46363.800 42936.078 3427.722 

2020 48501.600 42023.801 6477.799 

2021 54088.000 48340.652 5747.348 

2022 56610.200 50991.930 5618.271 

平均值 45644.186 41976.513 3667.673 
 

 
Figure 3. Treatment effects for Sichuan 
图 3. 四川处理效应 

 

进一步分析真实四川与合成四川的经济增长结果，在 2010~2022 年 GDP 总量来看整体呈现增长情况，

在 2016 年政策实施之前真实四川与合成四川具有较高的拟合程度，在 2016 年政策实施之后真实四川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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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四川虽然都保持着增长态势，但很明显真实四川受政策影响增长速度更快，在一段时间内处理效应逐渐显

现，见图 3，使得两者之间的 GDP 缺口越来越大，即使因为疫情影响其他权重省份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

四川省依然能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2016 年到 2022 年由于经济圈规划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处理效应大约为

3667.673 万亿，见表 5。说明由于经济圈规划所带来的政策影响对于四川省经济增长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 

4.2.2. 单一试点重庆合成控制 
对于“真实重庆”与“合成重庆”政策实行前新质生产力各项预测指标进行比较，发现除个别值有

所差距以外，大部分预测变量真实值与合成值差距不大，说明合成控制法能较好地合成重庆在成渝经济

圈建设政策实施之前的各项具体情况。同时也说明重庆在电子商务交易与铁路里程上相比于其他省份具

有弱势，在森林覆盖与数字经济上相比于其他省份具有优势，如表 6。 
 
Table 6. Chongqing predictor variable means 
表 6. 重庆预测变量均值 

变量 真实值 合成值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0.413 0.411 
教育经费强度 0.141 0.155 
在校学生结构 0.146 0.143 

规上工业企业 RD 全时当量 h 34747.600 35772.059 
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企业总数 3.659 4.068 

森林覆盖率 39.967 32.040 

环境保护支出一般财政支出 0.000 0.000 
绿色专利申请数专利申请数 0.054 0.074 

公路里程 124500.000 120000.000 
铁路里程 1600.898 2437.793 

光缆线路长度 428400.000 338400.000 

人均互联网接入端口数 0.256 0.244 

专利授权数量总人口 0.001 0.001 
新产品开发经费万元 GDP 0.010 0.009 

数字经济指数 22.000 10.169 
 
Table 7. Annual policy effects for Chongqing 
表 7. 重庆年政策效应 

年份 真实重庆 合成重庆 政策效应 
2016 18023 17086.7617 936.2383 
2017 20066.3 18979.7676 1086.5325 
2018 21588.8 20795.4062 793.3937 
2019 23605.8 22370.0469 1235.7532 
2020 25041.4 23315.6133 1725.7867 
2021 28077.3 25770.4395 2306.8606 
2022 28576.1 26537.0078 2039.0922 
平均值 23568.3857 22122.149 1446.2367 

 
分析真实重庆与合成重庆的经济增长结果，在 2010~2022 年 GDP 总量来看整体呈现增长情况，在

2016 年政策实施之前就真实重庆与合成重庆就产生较少的缺口，并且在政策实行一段时间以后一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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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策处理效应保持着一个较小的波动。这可能是由于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在经济结构上和其他地区有

所差异，在 2016 年经济规划后由于重庆经济对于政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有在短期政策效应未能完全发

挥，如表 7。不过真实重庆与合成重庆在整体上两者之间的 GDP 缺口越来越大，即使因为疫情影响其他

权重省份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重庆依然能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2016 年到 2022 年由于经济圈规划

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处理效应大约为 1446 万亿。也说明由于经济圈规划所带来的政策影响对于重庆经济

增长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 

5. 稳定性检验 

通过多试点合成控制法与单一试点合成控制法所得出的真实川渝两省与合成川渝两省在新质生产力

视角下经济增长的存在显著差异，在实行成渝经济圈规划政策后，两省的经济都出现了增长，而这种增

长是由于政策处理还是由于其他外部冲击的偶然因素所导致，仍需要稳健性检验。 

5.1. 地区安慰剂检验 

根据 Abade 等(2010)所提出的地区安慰剂检验方式，采取更换处理组的方式，在除处理组以外的其

他控制组选取一个没有实施政策的地区作为伪处理地区，假设该地区在相同的时间实行了相同的政策，

将其合成控制的结果与受处理地区的合成结果相对比。如果伪处理地区在相同的政策试点之后结果变量

也出现了较大缺口则认为合成控制法没有提供一个有力解释来证明政策处理对该地区有影响。伪处理地

区选择了不在合成四川与合成重庆权重中的河北省作为伪处理地区来进行检验。 
地区安慰剂的结果显示，真实河北与合成河北在经过 2016 年的伪处理后并没有出现较大缺口，两者

相对拟合较为相似，波动较小，进一步观测其政策处理效应甚至由正转负，说明 2016 年经济圈规划政策

未对伪处理单位河北产生影响，也说明使用合成控制法对四川与重庆两省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5.2. 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测是否具有安慰剂效应，对两地区分别进行空间安慰剂检验，在进行检验时为了减少极端值

的影响，仅使用政策处理时间点前 MSPE 值不超过四川省或重庆市 MSPE 值 2 倍的省份。 
安慰剂效应的分布见图 4、图 5，其中四川和重庆的结果变量(深色线)处置效应，都相对高于其他安

慰剂，四川更是明显高于其他安慰剂效应，说明四川相对于重庆来说政策效应更为明显。也说明合成结

果是稳健的。 
 

 
Figure 4. Spatial placebo test for Sichuan 
图 4. 四川空间安慰剂检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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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patial placebo test for Chongqing 
图 5. 重庆空间安慰剂检验图 

5.3. 留一稳健性检验 

由于合成控制法在合成过程中要求的权重之和为 1，所以选择的最优权重选择的地区通常只有少量

几个，其余的控制地区在合成的过程中权重均为 0。为使得结果更为稳健，Abadie 等人在 2015 年提出了

以稳健性检验作为合成控制法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其方法是依次去掉一个权重为正的地区，即该地区不

进入捐赠池，之后重新进行合成控制估计，并且观测这些合成结果是否接近之前的结果。尽管在这一过

程中损失大量的效率，但是却是极为稳健的检验方式。在依次去掉权重为正的一个未经历政策处理地区

后的合成控制法估计后，合成四川与合成重庆的经济增长与处理效应，所进行估计的结果变量与政策处

理效应与原始合成控制所得出相对结果均一致，并没有显著性变化。也说明原始的四川与重庆的合成结

果并非是其他没有经过政策处理的省份所决定，也说明合成控制的结果在留一法下是稳健的，经济圈规

划对四川和重庆两省是具有明显处理效应的。 

5.4. 合成控制双重差分(SDID) 

 
Figure 6. Synthetic DiD estimates for Sichuan and Chongqing 
图 6. 四川与重庆的合成差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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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差分结果见图 6 所示，在 2016 年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四川与重庆与其他省份控制组具有相对平

行的趋势，在 2016 年前稍有偏倚，这是由于在政策实施之前，四川与重庆在地理与经济的相关关系上已

经使得经济上有一定的融合发展的趋势，但在 2016 年政策实施后原有的控制组仍继续保持相对平稳的经

济发展，但四川与重庆所组成的处理组却增长较快，逐渐脱离原有的平行趋势，产生与控制组平行的偏

离，产生较大的缺口，也说明由于经济圈规划所造成的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的经济增长是有明显的效果

的，且此结果 10%的情况下显著。 

6. 结论 

6.1. 经济圈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明显正向作用 

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的实施，旨在促进重庆和四川两地的经济融合与协调发展，构建西南地区重要

的经济增长极。通过合成控制方法建立反事实控制组对照发现，经济圈政策在多维新质生产力指标的预

测下都说明对四川与重庆的经济增长水平产生了明显的正向政策效应，年平均政策效应分别 3667 万亿和

1466 万亿。这说明经济圈建设被证明是具有强大的经济推动作用，鉴于此，四川重庆两地应当坚持成渝

经济圈战略不动摇，积极努力地促进相关产业的融合，推进两地经济交流与要素市场整合。同时也证明

了跨行政区的经济圈政策是可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对行政发包模式下的政治锦标赛体制进行了冲击，为

其他地区实现跨区域的资源整合提供了新的视角。 

6.2. 政策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有所差异 

通过合成控制方法对四川与重庆两省的测度结果来看，2016 年~2022 年平均政策效应四川以年平均

3667 万亿高于重庆的年平均 1466 万亿。当然这是基于两地区生产总值基数不同的绝对结果。但加入基

数进行对比后仍然可以发现四川的相对政策效应仍高于重庆，这可能是四川与重庆原有的经济基础与产

业结构与层次不同所导致的。所以经济圈建设在这一进程中，四川因其资源丰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

的优势更能得到发挥，在成渝经济圈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6.3. 不同区域的政策的反应时间有所不同 

根据多试点合成控制以及单试点合成控制的结果来看，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政策推动下，重庆的政

策反应时间相较于四川较慢，四川省在政策规划一开始就表现出缺口，并逐年将缺口拉大。而重庆在政

策实行的初期一直保持着缓慢的缺口，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将合成组的差距拉大。这主要由几个因素造成。

首先，成渝经济圈的建设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项目，涉及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协调工作，这自然

需要较长时间来实现。其次，重庆和成都作为经济圈的核心，各自面临不同的挑战和机遇，这影响了它

们的发展速度。例如，重庆定位为重要的制造业和交通枢纽中心，而成都则侧重于经济、科技和文化中

心的角色。这些不同的定位可能导致两地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此外，重庆在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上采取了更为稳健和长期的策略，这也解释了其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的现象。随着这些策略的逐步实

施和基础设施的完善，重庆有望在未来展现出更加明显的成效。 

6.4. 不同新质生产力维度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所区别 

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构建中，四川和重庆的发展各具特色和优势。由于地理因素，两地区在铁路建

设上都处于全国的弱势地位。而四川依托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为发达的交通网络，为经济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该省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大规模投资，如高速公路和机场的建设，不仅提升了其在经济圈中

的地位，也助力了经济增长，同时四川的优势在于电子商务企业数量。重庆则以其较强的产业基础见长，

第三产业占比相比四川较高，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较为发达。尤其在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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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优势，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综合来看，四川和重庆在成渝双城经济圈中各司其职，各展所长。四川依靠资源和基础设施优势、

产业协同发展以及政策和规划支持，对经济圈的整体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重庆则凭借其战略地位、产

业基础以及科技创新和开放能力，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两地的协同合作，是推动成

渝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6.5. 跨区域经济圈建设协同水平仍有待提高 

本文发现四川与重庆两地区在实行经济圈规划后的经济增长情况不尽相同，多试点合成控制与单一

试点合成控制结果也不尽相同，说明四川与重庆在以新质生产力作为预测变量情况下的经济增长是不同

步的，这也能反映出两地协同水平有待提高。而成渝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首先是行政发包形式下的政治锦标赛体制仍然存在，所以造成了经济政策的实行以及产业经济的协

调发展仍然有一定的地域区域界限，这造成了产业协同和要素流动受限，如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规划

滞后，产业政策体系一体化程度较低，以及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受到一定制约，这些因素限制了成渝地

区产业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了协同发展的效率和效果。其次，尽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协作方面

有所进步，但整体的耦合协调度仍有提升空间，特别是在公共服务、改革开放、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网

络和生态等领域的广泛协作还需进一步加强。最后，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不平衡也是导致协同发展水平

较低的原因之一。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但整体上仍需要进一步的整合和优化，以促进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集聚。因此，为了提升协同发展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优化区域

协作机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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